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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构建科技创新的政策合力、不断提升创新支持政策效能,是破解核

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各地区创新实

践以及手工整理的上市公司研发补贴和新技术投资数据,评估科技支持政策组

合的协同创新效应。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组合能够

产生显著的创新效应。基础研究投入通过构建高水平的公共知识供给体系,为
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源头支撑。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将公共知识成果应

用于开发与产业化,降低了企业研发的不确定性与成本。进一步实证结果表明,
只有具备较强技术吸收能力的企业,才能有效识别、消化并融合来自公共科研体

系的知识溢出,进而将基础研究成果与企业研发活动有机结合,促进两类科技政

策资源的协同增效。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高效地配置创新资源,提升科技

支持资金的使用效能,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

的政策借鉴意义。

关键词 政府研发补贴;基础研究投入;调节效应;协同创新效应

0 引言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要求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多主体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政府的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构建协同合作的组织运行机制,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体,其基础研究投入额占全社会的

比重始终高于85%。当前我国公共科研机构专利转让率偏低,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存在着

很大差距。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创新,可以实现技术需求和创新供给有效对接,是推动产业链

和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机制。因此,探究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构

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础研究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不仅对企业研发决策行为产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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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还会进一步传导,进而可能影响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效果。然而,2023年我国基

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刚刚提升到6.8%,而大多数欧美国家该比值却长期处于

16%以上。本文将政府对公共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投入以及对创新企业的研发补贴,视
为科技创新的两类支持政策,重点关注这两类政策组合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优化新时代

现代财政制度下的研发补贴政策,要从科技创新体系的全局出发,进一步拓宽研究范围,
有必要纳入基础研究投入这一关键变量。基于此,如何构建科技创新的政策合力,发挥好

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集聚财力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是现阶段

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
当前已有大量国内外文献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展开评价(Guo

 

et
 

al.,2016,
 

2018;何
晴等,2022),但实证结论并未取得一致。针对研发补贴政策的异质性现象,这些文献大都

从内部控制、研发风险、金融危机、信号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等视角开展研究,很少关注到

基础研究的调节影响。高超和刘灿雷(2022)、张杰和白铠瑞(2022)虽然关注了基础研究

投入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性,但未将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纳入考察范围,难以考量科技创

新两类支持政策的协同效应。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各地区创新产出的实践数据,初步验证

了基础研究投入存在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地,通过手工整理中国上市公司获得的研发补贴

数据,从微观机制视角佐证基础研究投入有助于提高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效果,为政府优

化配置科技创新的财政资源,通过政策合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提供实践支撑。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研究选题上,本文聚焦政府研发补

贴和基础研究投入两类科技创新政策。这是科技领域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治理的重要手

段,重点研究政策合力的协同效应,为充分发挥政府科研资源的组织职能提供科学支持。
在实践应用上,本文研究证实科技支持政策组合具有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不仅为解释政

府研发补贴政策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提高资金使用效能提供了新的实

践途径。

1 文献评述

本文的研究与两类文献密切相关,一是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效果研究;二是基础研究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文以下分别对这两类文献做简要梳理。
 

1.1 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效果

作为创新驱动的重要政策工具,既有文献对政府研发补贴这一政策的效果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都十分丰富。自 Arrow(1962)的市场失灵理论强调政府研发补贴的必要性以

来,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研发补贴的作用机制分析上,如David
 

et
 

al.(2000)提出的

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框架指出研发补贴可以影响企业的最优研发支出。随后,国内许多

学者整合信号理论和边际收益 边际成本分析框架,构建了信息对称或不对称情形下的企

业研发投入、产出与政府补贴的博弈模型(安同良等,2009),阐释了财政补贴释放投资利

好信号的机制(杨洋等,2015),揭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激励的作用机理(张杰等,2015)。
但现有实证研究关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并未取得一致性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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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补贴对企业创新发挥了激励效应(Choi
 

&
 

Lee,2017);也有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存

在替代效应(Boeing,2016);随着对研发补贴创新效应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研究集中在政府

研发补贴的异质性上,认为政府研发补贴因外部市场环境成熟与否、受补贴企业的特征、
融资约束、补贴的规模、补贴的类型和来源等因素呈现差异化结果(张杰等,2015;Guo

 

et
 

al.,2016;何晴等,2022;刘净然和何晴,2023)。

1.2 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关基础研究影响企业创新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是否对

企业创新有溢出效应,二是这种溢出效应存在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基础研究

可以促进企业创新(Fleming
 

et
 

al.,2019;高超和刘灿雷,2022)。关于基础研究溢出效应

的作用机制,基础研究主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与合作研发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

(易巍和龙小宁,2021;叶菁菁等,2021)。张杰和白铠瑞(2022)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

高校基础研究并未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刘净然等(2024)利用校企联合专利申请信

息和“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投入的外生变化展开实证研究,证实基础研究对政府研发补

贴政策具有调节作用。然而,既有文献缺少对研发补贴政策效能提升的关注,并未从政府

科技创新支持政策组合的全局视角,尤其是从基础研究投入的角度分析研发补贴政策效

果异质性的视角,来探究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叶祥松和刘敬(2018)刻画了政府基础研

究支持和政府开发活动支持的两类政策,一方面没有考虑到两类政策交互影响的作用,另
一方面研究样本仅是停留在宏观层面,实证结果也缺少来自微观层面的支撑。张杰

(2021)关注到创新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减税、研发加计扣除三类政策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

响,甚至考虑到三类政策的交互项的组合影响,但这些政策并没有涵盖基础研究投入政

策。高超和刘灿雷(2022)考察了公共科研机构的技术转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并没有

加入对政府科技创新的政策效果评价。刘净然等(2024)虽然关注到两类科技政策组合效

果,但针对基础研究投入提升政府研发补贴创新效应的微观机制并没有展开论述。对此,
本文从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组合研究视角出发,构造了在整个科研链条上下游的两

类支持政策变量,评估两类政策交叉项的协同效应,为解释研发补贴政策的异质性提供新

视角,为提升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能提供新思路。

2 理论分析

科技创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两种类型。其中,应用技术主要是指企业的研发

活动,其能够为企业生产带来潜在利润,具有一定的市场激励。相比而言,基础研究以创

造知识为主,尤其是攻关重大理论前沿,这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前提条件。由于基础研

究缺少与生产活动的直接联系,短期内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其从事主体一般是高校和研

究机构,由政府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叶祥松和刘敬,2018)。基础研究投入是企业从事研

发活动的必要条件和科技平台,政府研发补贴是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催化剂。如果

基础研究投入不丰富、不充足,那么企业从事的研发活动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政

府实施再大力度的研发补贴政策,也无助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比如,2020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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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智能科技、海洋科学、生物医药、材料科学、脑科学等重大战略

领域,布局建设了一批国家实验室。实验室坚持实现国家使命的战略定位,聚焦原始创

新,汇聚全球顶尖人才,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作为高水平

公共科技基础设施,不仅提供源头技术供给和共享知识资源,更通过制度设计降低企业创

新门槛与研发成本,引导企业深度参与成果转化,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显著提

升财政科技投入的精准性与整体效能。由此来看,基础研究投入所产生的科学技术储备

是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政

策才能发挥积极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
假设1:

 

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存在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
具体而言,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构建了高水平的公共知识供给体系,为企业技

术创新提供了源头支撑。在此基础上,政府研发补贴有效激励企业将公共知识成果应用

于开发与产业化,降低了企业研发的不确定性与成本。
进一步来看,基础研究的成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广泛的创新资

源,有助于增强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机,从而提升企业对研发补贴的利用效率,这是基础研

究投入影响政府研发补贴效果的微观基础。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补贴政

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还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规

模的动机不强。此时如果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实施财政补贴,“理性”企业甚至会降低自

身的研发投入规模,即表现为研发补贴政策的挤出效应。随着基础研究投入的持续增加,
累积的科技知识存量不断夯实企业应用技术转化的科技平台,逐渐提升企业自身研发投

入的潜在收益,使得企业创新动机越来越强。比如,中国半导体产业早期虽加大企业研发

投入,但因缺乏公共科技平台与基础支撑,陷入“投入增加、技术停滞”的困局。其关键问

题在于企业难以获取共享的非竞争性基础设施,创新效率低下。近年来,国家通过《极大

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等战略引领,布局基础研究,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推动

产学研协同,在制造工艺、核心设备、EDA工具、材料等领域实现部分突破,逐步缓解“卡脖

子”问题。
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在政策目标、支持方式和实施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前

者多由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后者则侧重于企业技术创新。只有那些深度参与产学研协

同、自身具备雄厚研发基础和技术积累的企业,才有可能有效识别、消化并融合来自公共

科研体系的知识溢出,进而将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与针对企业的研发补贴有机衔接,推动

两种政策实现协同增效。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

 

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丰富的产学研合作经验的企业,更能够有效吸收和利

用公共科技资源,从而显著增强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组合政策的创新效能。

3 实证设计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3.1.1 模型设定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有关调节效应模型的设计思路,我们将政府研发补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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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投入两类科技创新的支持政策及其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构造面板模型并设计

如下:

Tecit=α0+α1lnrdsubit+α2lnrdsubit×lnbasrdit  +α3lnbasrdit+ωXit+μi+vt+εit

(1)
其中,Tecit 表示第t期第i地区的创新产出变量;lnrdsubit 表示第t期第i地区的政府研

发补贴规模的对数形式;lnbasrdit 表示第t期第i地区的政府基础研究投入规模的对数形

式;α2 是政府研发补贴和基础研究投入交叉项系数;Xit 是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通货膨胀率等一系列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ω 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向量;μi 表示地区个

体效应项;νt 表示时间个体效应项。此外,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3.1.2 被解释变量

参照李婧等(2010)衡量区域创新产出的思路,由于各区域间专利数据具有可比性和

易得性,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创新水平,故本文使用各地区的专利授权和

申请数量除以该地区的GDP水平构造专利授权或申请强度变量(graint和appint),以刻

画该地区生产技术的创新水平。专利数据包括发明、实用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我们使用

三种类型加和计算得到各地区的专利授权和申请数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仅收集

到县级层面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故县级层面的专利授权数量仅是发明专利类型。值得关

注的是,各地区的专利数据不仅有来自企业层面的,还有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层面的。我

们关注的重点是企业创新行为和研发补贴的政策效应,故除了使用上述专利数据外,我们

还基于工企层面的专利数据进行地市级和县级层面的汇总,计算得到各地区专利授权和

申请数量,再分别除以该地区工企总产值,得到工企口径下的专利授权强度(gqgraint)和
专利申请强度(gqappint)变量,以获得来自企业层面更加洁净的样本数据。

除使用专利数量衡量地区创新产出外,我们还使用地市级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

(lntfp)刻画地区的生产技术。参照郭庆旺等(2005)、刘秉镰和李清彬(2009)的思路,我们

使用DEA模型的 Malmquist指数计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3.1.3 主要解释变量

政府研发补贴变量(rdsub)指的是该地区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构造中来自政府资

金之和;基础研投入变量(basrd)使用各地区的基础研究经费进行衡量。研发经费按照支

出结构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和试验发展研究,其中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是高校和研究

机构。在省级层面,我们仅可以收集到分地区基础研究投入的总体规模,而政府资金是总

体基础研究投入的主要来源,故我们使用各地区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刻画政府对基础研究

活动的支持力度。此外,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资金也仅可以收集到省级层面的数

据指标。

3.1.4 其他控制变量

参照相关文献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吴敏等(2022),本文选取各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lngdp)、以第二产业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构造的经济结构状况(strgdp)、通
货膨胀水平(cpi)等作为控制变量,以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等差异以及当前

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尽可能控制除主要解释变量外影响地区创新活动的其他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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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2009—2020年中国各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其中地市级和县级层面的

专利数据取自《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省级层面政府研发补

贴和基础研究投入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模型中使用的主要控制变量,计
算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就业人数等变量取自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

各城市统计年鉴。此外,基于工企和专利企业层面的合并数据,汇总计算了2009—2014
年各地区的专利授权和申请数据。

3.2 实证结果分析

表1给出了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两类地区层面专利授权强度的实证结果,共计8个实

证模型。其中,模型1至模型4列示地市级和县级专利授权强度的实证结果。模型1和模

型3加入了时间个体效应项,模型2和模型4又加入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在

内的三个控制变量。无论是地市级还是县级层面,实证结果均显示,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

研发补贴的政策组合具有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投入为技术创新提供

知识源头,而政府研发补贴则有效降低企业将公共知识转化为技术成果的边际成本,共同

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表1 两类科技支持政策组合对地区专利授权和申请强度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符号

专利授权强度(graint)和申请强度(appint)

地级市模型 县级模型 地级市模型 县级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rdsub
3.475*** 3.646*** 0.024 0.053** 2.710*** 2.970*** 2.411*** 2.591***

(7.642) (7.863) (1.040) (2.258) (8.181) (8.820) (10.893) (11.506)

交叉项
1.613*** 1.637*** 0.067*** 0.053*** 1.007*** 1.057*** 1.512*** 1.416***

(11.067) (11.035) (9.486) (7.355) (9.485) (9.810) (22.404) (20.485)

lnbasrd
9.814*** 10.456*** 0.366*** 0.361*** 7.191*** 8.143*** 9.503*** 9.420***

(14.580) (14.332) (10.185) (9.573) (14.668) (15.367) (27.593) (25.963)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时间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体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3158 3158 25436 25436 3158 3158 25436 25436

W-R2 0.564 0.565 0.073 0.083 0.521 0.525 0.296 0.300

  注:模型1~4被解释变量是专利授权强度,模型5~8是专利申请强度;***、**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

平上显著。

除使用专利授权强度变量刻画地区创新产出水平外,本文还用了专利申请强度作为

被解释变量构造模型,其中表1的模型5至模型8列示地市级和县级专利申请强度的实证

结果。实证结果也表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地区创新产出的影响受到来自基础研究投

入的正向调节,也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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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部分

3.3.1 变更专利数据的统计口径

  根据《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获取的各地区专利数据,不仅包括来自企业申请或

授权的专利数据,还包括来自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利数据。本文研究重点是政府对企业

创新活动支持的政策效果评价,因此我们更加关注来自企业层面的创新产出信息,故选用

工企层面的专利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表2给出了专利授权强度和专利申请强度下两类

科技支持政策组合的实证结果。结果证实,政府通过基础研究投入积累公共知识,为创新

提供源头支持,再以研发补贴引导企业转化应用,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激发企业的创新

活力。

表2 两类科技支持政策组合对工企数据汇总下地区专利授权和申请强度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符号

专利授权强度(gqgraint)和申请强度(gqappint)

地级市模型 县级模型 地级市模型 县级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rdsub
0.860*** 0.920*** 1.184*** 1.211*** 0.818** 0.885** 0.907** 0.975**

(3.141) (3.352) (2.779) (2.834) (2.383) (2.570) (2.056) (2.206)

交叉项
0.470*** 0.480*** 0.468*** 0.486*** 0.556*** 0.570*** 0.426*** 0.451***

(6.845) (6.959) (4.705) (4.860) (6.452) (6.582) (4.143) (4.354)

lnbasrd
1.471*** 1.318*** 2.311*** 2.236*** 1.143*** 1.010*** 1.619*** 1.470***

(4.858) (4.226) (4.687) (4.475) (3.009) (2.582) (3.171) (2.841)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时间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体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1562 1562 11131 11131 1562 1562 11131 11131

W-R2 0.369 0.372 0.043 0.043 0.314 0.317 0.039 0.040

  注:模型1~4被解释变量是专利授权强度,模型5~8是专利申请强度;***、**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

平上显著。

3.3.2 内生性问题和政策滞后效应检验

借鉴余典范等(2022)的研究思路,本文尝试构建Bartik型工具变量以进行稳健性检

验。基于此,本文利用两类政策的工具变量,进一步构建新的政策交互项。表3列示了采

用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交互项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且通过了不可识别

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这表明工具变量选择是有效的。

表3 专利授权强度和申请强度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地级市层面 县级层面

graint appint gqgraint gqappint graint appint gqgraint gqappint

lnrdsub
-1.632

(-1.472)
-2.080***

(-2.485)
1.334
(1.412)

-0.570
(-0.464)

0.695***

(13.391)
-0.959**

(-1.966)
1.665*

(1.667)
0.190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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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地级市层面 县级层面

graint appint gqgraint gqappint graint appint gqgraint gqappint

交叉项
1.176***

(6.678)
0.740***

(5.567)
0.386***

(3.791)
0.296**

(2.232)
0.002
(0.301)

1.324***

(17.182)
0.413***

(3.135)
0.282**

(2.065)

lnbasrd
17.574***

(19.961)
11.914***

(17.923)
2.845***

(4.421)
4.089***

(4.883)
0.374***

(9.074)
16.225***

(41.905)
4.072***

(4.959)
5.114***

(6.006)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体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Anderson
 

LM 399.753*** 73.435*** 3186.225*** 838.389***

Wald
 

F 138.263*** 20.997*** 1109.670*** 247.809***

样本量 3158 3158 1561 1561 25417 25417 11094 11094

W-R2 0.513 0.426 0.323 0.207 -0.005 0.268 0.032 0.02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借鉴叶祥松和刘敬(2018)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基础研究投入的滞后项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的替代方案重新进行回归。表4报告的实证结果表明,主要结论依然显著且方向

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政策动态效应

变量
地级市模型(地区) 县级模型(地区) 地级市模型(工企) 县级模型(工企)

graint appint graint appint gqgraint gqappint gqgraint gqappint

lnrdsub
3.848*** 3.221*** 0.056** 3.388*** 1.331*** 1.610*** 1.345** 1.601***

(0.529) (0.396) (0.026) (0.246) (0.323) (0.416) (0.560) (0.565)

交叉项

滞后项

1.737*** 1.127*** 0.038*** 1.375*** 0.480*** 0.621*** 0.561*** 0.535***

(0.184) (0.137) (0.009) (0.084) (0.085) (0.109) (0.147) (0.149)

laglnbasrd
9.614*** 7.045*** 0.296*** 8.393*** 1.067*** 1.765*** 2.000*** 2.698***

(0.814) (0.609) (0.041) (0.390) (0.362) (0.467) (0.663) (0.669)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体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2584 2584 23090 23090 1315 1315 9085 9085

W-R2 0.567 0.517 0.068 0.268 0.386 0.336 0.040 0.04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3.3.3 变换地区创新产出的统计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重要工具,常被使用于地区生产技术度量

上。同时,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优化。本文使用DEA-Malmquist指数

方法计算了我国地市级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变量。由于该方法得出的是各地区生产技术

的变化率,因此我们选择2003年为基期计算各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序列,并在实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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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生产技术的水平变量再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5给出了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地市级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结果,以及使用工具变

量第二阶段的实证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基本回归模型,区别在于后者加入了三个

控制变量。模型3为基于前述方法使用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实证结果。结果表明,基础

研究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存在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

表5 两类科技支持政策组合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基本回归(lntfp) 工具变量检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lnrdsub
0.576***

(2.580)
-0.002

(-0.011)
-2.864***

(-4.468)

交叉项
0.218***

(3.430)
0.158**

(2.542)
0.783***

(7.836)

lnbasrd
-0.611**

(-2.195)
-0.793***

(-2.771)
-1.978***

(-4.338)

控制变量 无 有 有

时间项 有 有 有

个体项 有 有 有

Anderson
 

LM 172.906***

Wald
 

F 55.797***

样本量 1527 1527 1524

W-R2 0.316 0.364 -0.03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 进一步分析:
 

来自微观视角的作用机制

地区创新产出是企业创新活动成果的微观加总,企业研发投入和新技术投资是实现

创新成果的必由途径。政府补贴是否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加大新技术投资

规模,基础研究投入是否能够提升研发补贴的政策效果,构成了验证科技创新支持政策组

合效应的微观基础。

4.1 微观变量的选取说明

4.1.1 被解释变量

  参照何晴等(2022)的相关思路,本文使用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构

造研发强度变量(rdint),以刻画企业的创新活动状况。如何区分企业投资类型,合理构造新

技术投资变量则是本部分的一个重点内容。为此,本文收集了2009—2020年上市公司报表

附注披露的191486个在建工程投资项目,根据项目名称通过关键词无重复筛选项目①,共计

① 《中国制造2025》针对高端制造业、化工行业、绿色能源行业、信息技术产业、材料产业、数控精密行业的技术改

造,有明确的重点支持项目,涉及诸多关键词,作者备存待索。



第1期 刘净然 王一涵 曹晶:
 

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的协同创新效应研究 117  

收集到53402个新技术投资项目和33822个传统投资项目。本文将这些项目所在公司年

份维度下的投资额进行汇总,分别得到了新技术投资额和传统投资额,并除以主营业务收

入构造了新技术投资强度变量(newinvint)和传统投资强度变量(oldinvint)。在企业研发

投入和新技术投资的微观模型中,科技创新支持的政策组合效果应该是显著的,但其在企

业传统投资的微观模型中则没有实质性影响。

4.1.2 解释变量

本文收集了2009—2020年期间上市公司报表附注公布的575764条政府补贴项目明

细,通过关键词进行无重复筛选①,共计收集到146835个政府研发补贴项目。类似地,本
文将这些项目所在公司年份维度下的研发补贴额进行汇总,最终得到公司层面的政府研

发补贴变量(rdsub),使得研发补贴政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有了来自公司层面的数据样

本,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估计的精准性。

4.1.3 公司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

参照何晴等(2022)的相关文献,本文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rlev)、公
司规模(asset)的对数形式、行业竞争状况(hhi)、企业年龄(birth)作为公司层面的主要控

制变量。行业竞争状态变量是由企业的主营业收入占所处 Wind资讯三级行业总营收额

的比重计算得到,以刻画企业在所属行业内的市场地位。此外,本部分中使用的实证模型

与式(1)是一致的,在此不再赘述,也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4.2 实证结果分析

表6给出两类科技支持政策组合对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投资强度影响的实证结果。
其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5加入了时间个体效应项,模型2、模型4和模型6又加入了五

个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研发强度和新技术投资强度的实证结果显示,基础研究投入与

政府研发补贴存在显著的协同创新效应。然而,在传统投资强度的实证模型中,两种类型

基础投入变量与研发补贴政策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表明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不存在。

表6 两类科技支持政策组合对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投资强度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符号
研发强度(rdint) 新技术投资强度(newinvint) 传统投资强度(oldinvint)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rdsub
0.110*** 0.122*** 0.188** 0.126 0.0275 0.00989

(4.158) (4.636) (2.112) (1.402) (0.536) (0.190)

交叉项
0.0458*** 0.0389*** 0.163*** 0.148*** 0.0418 0.0369

(3.018) (2.611) (3.200) (2.899) (1.426) (1.256)

lnbasrd
0.383** 0.322** 1.256** 1.053* -0.272 -0.331

(2.320) (1.985) (2.268) (1.899) (-0.851) (-1.034)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① 参照何晴等(2022)相关研究思路,确定关键词信息,作者备存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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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符号
研发强度(rdint) 新技术投资强度(newinvint) 传统投资强度(oldinvint)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时间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体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10475 10475 10475 10475 10475 10475

W-R2 0.0854 0.121 0.188** 0.126 0.0275 0.0098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数字为t值;W-R2 指的是组内拟合优度。

4.3 基于企业吸收能力识别的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识别深度参与产学研协同且具备雄厚研发基础和技术积

累的企 业,是 揭 示 政 策 协 同 微 观 传 导 机 制 的 关 键。为 此,本 文 从 研 发 强 度 高 低

(rdintdum)、研发人员规模大小(rdpeodum)、有无产学研合作经历(iarexper)以及有无企

业高新技术认证(hightech)四个虚拟变量,构建多维指标以衡量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具

体而言,研发强度以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衡量。若该指标高于其所属

Wind三级行业的均值,则认定该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更高的吸收能力,rdintdum
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类似地,若企业研发人员数量高于所在行业均值,也视为具备较

高的吸收能力,rdpeodum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关于产学研合作,我们基于上市公司

专利联合申请数据进行识别。若企业在样本期内曾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共同申请专利,则
将其视为具备产学研合作经验,技术吸收能力更强,iarexper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此

外,若企业被正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作为其具备较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外部

认证,hightech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基于上述标准,我们将样本企业按不同吸收能力特征进行分组检验。表7和表8分别

给出了四种情境下研发投入强度和新技术投资强度的回归结果。在研发强度高(模型1)、
研发人员规模大(模型3)、有产学研合作经历(模型5)或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模型

7)的子样本中,科技政策组合的交互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具备更强吸收能力的

企业更能有效融合来自公共科研体系的知识溢出,从而更充分地释放基础研究投入与研

发补贴政策的协同效应。

表7 研发强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符号
研发强度高低 研发人员规模大小 有无产学研合作经历 有无高技术企业认证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rdsub
0.174*** 0.027 0.123*** 0.099* 0.139*** 0.021 0.134*** 0.100**

(5.115) (0.667) (4.003) (1.902) (4.678) (0.363) (4.257) (1.996)

交叉项
0.087*** -0.010 0.046*** 0.012 0.049*** -0.021 0.031* 0.035

(4.426) (-0.463) (2.632) (0.401) (2.972) (-0.597) (1.662) (1.383)

lnbasrd
0.845*** -0.151 0.334* 0.133 0.485*** -0.465 0.202 0.322

(4.025) (-0.606) (1.802) (0.396) (2.706) (-1.212) (1.012) (1.099)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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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符号
研发强度高低 研发人员规模大小 有无产学研合作经历 有无高技术企业认证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个体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5222 5253 6549 3812 7928 2547 8031 2444

W-R2 0.120 0.124 0.150 0.086 0.135 0.080 0.120 0.15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8 新投资异质性分析

变量符号
研发强度高低 研发人员规模大小 有无产学研合作经历 有无高技术企业认证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rdsub
0.119 0.197 0.206** -0.106 0.135 0.035 0.171 0.027

(1.269) (1.116) (2.189) (-0.534) (1.369) (0.162) (1.599) (0.146)

交叉项
0.175*** 0.149 0.123** 0.146 0.135** 0.164 0.170*** 0.095

(3.224) (1.501) (2.329) (1.278) (2.458) (1.271) (2.690) (1.013)

lnbasrd
1.495*** 0.636 0.890 0.877 1.130* 0.489 0.460 2.913***

(2.585) (0.575) (1.570) (0.690) (1.896) (0.345) (0.679) (2.655)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体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5222 5253 6549 3812 7928 2547 8031 2444

W-R2 0.026 0.026 0.019 0.038 0.020 0.049 0.026 0.02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政府基础研究投入和研发补贴政策是落实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如何实现科技创新

的政策合力、不断提升科技政策效能,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是当前政策制定者急

需解决的重大课题。然而,现有文献很少关注到整个科研链条上的政策协同机制,也缺少

对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组合研究,不利于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为此,本文

构建了涵盖科研链条上下游的两类支持政策变量,即政府基础研究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

变量,建立了两类政策交叉项的协同效应实证模型,并且使用2009—2020年中国各地区

创新产出以及手工整理的上市公司研发补贴和新技术投资实践数据,评估科技支持政策

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提升科技支持政策资金使用效能开拓新思路。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投入为技术创新提供知识源头,而政府研发补

贴则有效降低企业将公共知识转化为技术成果的边际成本,共同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进一步研究指出,只有那些深度参与产学研合作,且自身具备雄厚研发基础和技术积累的

企业,才更有可能有效识别、吸收并融合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公共科研体系的知识溢

出,从而将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成果与面向企业的研发补贴政策有机衔接,实现科

技支持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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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政策启示是:政府不仅要关注离市场更近的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本身,也应该加大

基础科学的资源配置力度,这不仅可以满足短期生产技术进步的需求,更是累积科学知识

形成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优势、由创新型国家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基础动力。具体政策启

示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优化国家级共性技术平台的运行机制,激发基础研究知识的溢出

效应。政府应拓宽企业创新的基础科研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和学科界限,推动科研资源的

开放共享,构建协同攻关的运行机制。由政府牵头建立国家级共性技术平台,向企业开放

科研资源,为企业应用技术转型提供源泉动力,这有助于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更大合

力。第二,营造良性互利的多主体创新生态,实现创新资源高效循环。政府应打造从基础

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模式,推动科技成果的精准对接和高效转化。加强科技成果

转化全链条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拓宽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
第三,构建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的联动机制,实施差异化的政府研发补贴。政府可以通过

设立专项补贴,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项目,共同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通过

精准配置补贴资源,避免“一刀切”的补贴方式,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当前我

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其研发经费的比重不足2%。政府还应尽快建立面向企业基础研

究的知识挖掘服务平台,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大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

力度,不断突破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技术瓶颈,逐渐彰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

体制的强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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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ging
 

synergistic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ir
 

effectiveness
 

are
 

crucial
 

to
 

addressing
 

the
 

“chokepoint”
 

issue
 

in
 

core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based
 

on
 

the
 

data
 

of
 

regional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the
 

manually-sorted
 

data
 

on
 

R&D
 

subsidies
 

and
 

new
 

technology
 

investment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bining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with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generates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effect.
 

By
 

building
 

a
 

high-quality
 

public-knowledge
 

pool,
 

basic
 

research
 

provides
 

enterprises􀆳
 

innovation
 

with
 

foundational
 

inputs,
 

while
 

the
 

R&D
 

subsidies
 

lower
 

the
 

risk
 

and
 

cost
 

of
 

transforming
 

that
 

knowledge
 

into
 

commercial
 

products.
 

Furthe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nly
 

firms
 

with
 

strong
 

technology-absorption
 

capacity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assimilate
 

and
 

integrate
 

knowledge
 

spillovers
 

from
 

the
 

public
 

research
 

system,
 

thereby
 

aligning
 

basic
 

research
 

outputs
 

with
 

their
 

own
 

R&D
 

activities
 

and
 

unlocking
 

the
 

synergistic
 

gains
 

of
 

the
 

two
 

policy
 

resources.
 

The
 

conclusions
 

offer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science-and-technology
 

funding,
 

invigorating
 

innovation
 

actors,
 

and
 

achieving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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